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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歌创作原型源于辽宁的主要依据
辽宁义勇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时间

自发而起，迅速壮大，是东北义勇军的发端和

主体。因为辽宁处于战祸的最前沿，所以辽宁
义勇军的斗争最早兴起，遍及辽南、辽东和辽
北广大地区，高峰时期达到 58路，人数达三

四十万，占东北义勇军的三分之二强，对日本

侵略者进行殊死抵抗和频繁打击。1931年至
1933年是辽宁义勇军集中抵御日寇的时期，

这段时间也正是电影《风云儿女》和《义勇军
进行曲》积累素材的阶段。无论从《义勇军进
行曲》的歌词还是作曲的角度，田汉和聂耳都
从辽宁义勇军身上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可以
说，辽宁义勇军为《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提供
了物质基础和精神源泉。
1.辽西义勇军的誓词、军威和战绩为《义
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现实基础。1931
年 9月 27日，辽西地区高鹏振率众竖起“镇
北军”大旗，抗日救国，10月 10日，组建“东
北国民救国军”。赵扶民老人是长期研究义勇
军史的作家，他在亲身走访的过程中，接触到

义勇军老战士王恩、王玉楼等人，他们深深地
记得老梯义勇军的军歌：“起来！起来！不愿做
亡国奴的人们，山河（破）碎，家园（被）毁，爹

娘当炮灰，留着（我们）头颅有何用？拿起刀枪

向前冲，杀—杀—杀，一—二—三—四！”老战
士回忆说：“每当有人加入队伍时，先在关老
爷像前由干部领着读誓词，不单这几句，挺长

的，然后就学唱，在出操时唱，休息时也唱。”
义勇军的誓词鼓舞人心，很多人听说打日本，

都纷纷加入镇北军。1932年 1月，高鹏振亲
率“救国军”取得“五台子大捷”，战绩辉煌。
“谍报双星”之一的王立川把它写入《血战归
来》，刊登在了《新中华》1932年 1卷第 9期
上，文章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抗日激情。“老梯
子”威震敌胆。日本《协和》杂志惊呼：“辽西抗
日义勇军是和七百年前成吉思汗的名字一

起，以剽悍、敏捷、勇猛而震动全世界的了不
起的民族。”高鹏振率领的辽西骑兵支队，被
誉为“义勇铁骑”，六年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
大型战斗一百多次。报刊上连续刊载辽西义
勇军参加锦州保卫战、热河保卫战以及长城
抗战的战绩，使田汉大受鼓舞，他在 1933年

写道：“最后的胜利是不决定在敌人的武器而
决定在全国劳苦民众的意志。但凡他们不肯
做奴隶，他们是必能把帝国主义强盗踢出去

的，不管它的飞机大炮是多么厉害。因此只有
组织了自己的力量，才是真正能防卫自己的

家的万里长城。”[1]438

2009 年 5 月 16 日 CCTV-10 频道探

索·发现播出《关东军极密档案（上）———迷
雾重重》，军事专家解说道：“据说田汉先生
看到《血战归来》，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场写
下了《抗日义勇军进行曲》著名的歌词：起
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种说法在时间上
不足为信，但是田汉作为爱国作家、共产党
员，在民族危亡关头定然会密切关注抗战形

势，也定然会受到辽西“老梯”义勇军军歌和
战绩的鼓舞，影响到他的创作。透过上述“誓
词”与国歌的比较，不能排除高鹏振的“抗日
誓词”是国歌的创作源头之一。
2.辽南义勇军《宣言》、《通电》为《义勇

军进行曲》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精神给养。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盘山人张海天、项
青山等在沙岭拉起了最早的抗日武装“讨日

扶民救国军”，并于 9月 23日袭击了当时日
本人占领的营口水源地和发电所，打响了民

众抗战的第一枪。这是东北民众在九一八事
变后最早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显示了蕴藏

在民众中的力量。11月又取得了剿灭汉奸
凌印清并击毙日本参谋仓冈繁太郎的重大

胜利，张海天（“老北风”）名震东北。由于盘
山义勇军兴起之早、影响之大，黄显声把东
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三路总指挥授
予张海天、项青山、盖中华。辽南地区义勇军
连绵而起，正是民族长城的写照。1931年
底，盘山义勇军代表东北义勇军最早向全国

发表《宣言》和《通电》，称“决不甘当亡国奴，
为自卫而死，为国家而死，为民族生存而死，

死有余荣”，“决以此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
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宣言》
和《通电》表明义勇军的斗争正在由感性的
反抗而上升到理性的精神追求，在民族危急

关头奋起自救的决心和勇气跃然出现。
日伪报纸《盛京时报》连篇累牍地报道

盘山义勇军的战况，“老北风”的名字频频上
报。仅 1931年 10月至 12月间，《盛京时报》
关于老北风张海天的消息就有二十余条。这
些业绩不可能不进入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视

线，并且推动他们的创作。而且，《宣言》和

《通电》与国歌在境界上异曲同工。
3.辽东“血盟救国军”军歌为《义勇军进

行曲》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原创素材。1931年
10月，辽宁抚顺清原满族自治县成立抗日武

装“血盟救国军”，爱国志士孙铭武、张显铭等
人举起抗日大旗，对天盟誓“国难当头，匹夫
有责，抗日救国，杀身成仁，”指出：“与其坐以
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血
盟军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成为辽东地区抗

日劲旅。就是在这支队伍当中，诞生了我国最
早的一首义勇军军歌。“起来，不愿当亡国奴
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不能坐

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
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

斗！战斗！战斗！战斗！”这首军歌被广泛传
唱，而田汉非常关心国家大事，

时刻关注国家命运和抗战情

形，他极有可能非常熟悉这首

军歌！否则《义勇军进行曲》怎
会与之如此相似！而且唐聚五

将军作为辽东地区一个著名的

义勇军将领，定然会熟知这首

军歌！1934年，唐聚五到武汉

向张学良汇报工作期间，接受

《抗战日报》主编田汉的采访，
田汉正在收集各种关于义勇军的创作素材，

以一个记者的敏感度也势必会挖掘到这首军

歌！这年冬天，田汉即完成了以古北口保卫战

为背景的《凤凰涅槃》故事梗概，并创作了主
题《军歌》，这就是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2]494

随后夏衍把《凤凰涅槃》改写成电影剧
本，名为《风云儿女》。得知这首歌词后，青年
音乐家聂耳主动要求为之谱曲。积累于内心
当中的情感蓬勃而出，他把词稍作调整，融

合在磅礴的旋律之中，终于铸就了《义勇军
进行曲》不朽的篇章。
4. 聂耳等进步文艺工作者亲临热河抗

战前线，获得了对于辽宁义勇军血肉筑长城

壮举的感性认识。1933年初，日本关东军占
领了山海关，面对华北的危急，北平地下党

指示中共特别党员刘澜波（黄显声秘书），通

过北平“东北抗日民众救国会”，把在辽西和
辽南的义勇军派往热河前线，被编入第 2军

论国歌创作
与辽宁义勇
军的关系
□ 张洁 卢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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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这时北平地下党也将在辽西和辽南地区
分别由共产党员王北成和白乙化领导的部

队编进了 2军团骑兵团。辽西义勇军将领刘
凤梧回忆录《回忆黑山县抗日义勇军》中记
载：“1933年 2月聂耳等一些爱国知识分子
来到热河，他们一边慰劳义勇军，一边做抗

日宣传工作。他们拍摄的电影《长城抗战》记
录了我们骑兵部队很多活动情况。”[3]

当时，北平抗日救国会张希尧还派高

鹏、崔勇、魏甲山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到
了热河进行宣传，当时他们喊得最响亮的一

句口号是：“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把
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后来，聂耳在为
《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时，为了合旋律，也为了
更深刻，他就把它改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
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4]

聂耳在热河亲眼看见辽宁义勇军冒着

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场面，感受着义勇军血

肉筑长城的精神，这些都为他后来给《义勇军
进行曲》谱曲奠定了丰富的感性认识，使《义
勇军进行曲》的旋律慷慨激昂，铿锵有力。
二、弘扬“辽宁是国歌发源地”的重要意义
1.是对辽宁义勇军历史的高度肯定。辽
宁义勇军活动的时间比较短，头绪多，他们

大多自发而起、没有装备、缺乏组织，却能够
在中华民族最危亡的时刻以血肉之躯和顽

强意志对抗侵略者的铁蹄。他们的抗战是东
北 14年不屈不挠抗战史的发端，也是中华

民族抗日战争乃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

的先导，辽宁义勇军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挖掘国歌的发源，实际是对辽宁义勇
军历史的再现和肯定。
2. 是对辽宁独有的历史资源的有效开

发和利用。辽宁义勇军作为辽宁历史的一个
片断，能够成为国家解放和民族复兴漫长历

史进程中一个精神号角的重要渊源，这是辽

宁的骄傲，是辽宁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应

该予以充分重视和有效利用。
3.是辽宁人民精神面貌的高度体现。国
歌以寥寥数语刻画辽宁民众国难当头之际揭

竿而起的气魄以及辽宁义勇军“壮士一去不
复返”的勇气和背水一战的决心，体现了“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和“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坦荡品格。
国歌恢弘的旋律凝聚了义勇军的魂，展示了

优秀辽宁儿女信义、勇毅、忠义的品质。“宁为
义勇死、节烈永芬芳”，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有理由成为辽宁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品牌。

4.有利于提升地区影响力和凝聚力。国
歌的创作沃土在辽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精神得以高度凝练的源头在辽宁。在国歌的
旋律中积淀和弘扬辽宁的文化底蕴，必将扩

大辽宁在全国的辐射力和感召力，提升辽宁

人的自豪感和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这也是

增强辽宁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最好广告。
但是，涉及国歌的发源，终究是个严肃

的命题，需要更加谨慎的定位。我们希望抛
砖引玉，唤起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国歌
的发源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强行据为己有，

更不可把本属于辽宁的历史资源漠然处之。
有句话说：“唯有能战、善战、敢战者，方能止
战。”辽宁义勇军虽然限于客观条件，无法止
战，但它却唤起更大范围的能战、善战、敢战
的力量，最终把侵略势力送上了审判台。周
恩来说：“海可枯，石可烂，义勇军的民族大
义，是永远不会磨灭的。”[5]辽宁义勇军的民
族大义凝结在国歌的旋律中，传唱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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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自身力量极其孱

弱，亦缺乏现代外交知识，对民众排货行动

基本未能运用。自民国以降，历届政权或多
或少均将排货运动视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武

器之一，在外交博弈中予以充分运用。
袁世凯政府一度容忍民众进行排货运

动，交涉谈判中亦以舆情压力为由应付日

方，甚至违背“严守秘密”的承诺而大肆运用
新闻策略，故意将“二十一条”内容及中日交
涉问题泄露于中外媒体，以期获得西方各国

的介入和支持。当中国舆论一致抗议日本无
理要求时，政府并未对报章杂志加以严格管

制和压抑。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曾经要求
中国政府对新闻舆论加以审查管制，日置益

亦曾向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抗议中国政府

一反传统习惯，不仅对报界言论不加管制，

反而更利用舆论来帮助中国谈判。陆征祥答
称：“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
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此一似是而非的
说辞，并非说明袁世凯政权已经实现真正的

新闻自由，而是表明中方谈判策略在于暂时

争取民众的支持。事实上，中国政府亦正式
承认采取此种政策，袁世凯曾说，“凡属中国
能够让步者，均已作了让步。但虑及中国主
权和与其他外国条约之关系以及国内舆论

沸腾等，终不能再作更多之让步。”袁世
凯所发排货运动禁令的有关措辞，一是

对民众的爱国情感始终有所肯定。5月
26日的禁令声称，各处函电“语多激
烈，其出自公义者，固不乏人，亦有未悉

实情，故为高论，置利害轻重于不顾，言

虽未当心尚可原”，6月 29日的禁令虽
然强调中央迭降明令，而“抵制余波仍
未尽息”，但依然承认抵制日货者“各具爱国
之诚”。二是对普通民众与所谓的“乱党”区
别对待，对民众的排货行动“剀切谕禁”、“设
法开导”，对于后者则“严拿惩办”。
五四期间，运用排货行动促使日方让步

的思路更加清晰。五四排货运动初起时，官方
之所以“不予强力禁阻，而任其燎原”，原因之
一在于，排货运动旨在反对日本侵害中国之

主权，官方面对日本步步进逼，“颇思借民间
反日情绪，作为对日外交之后盾”，故而对学
生排货运动“隐予放任”[1]。1919年 12月 17
日，日本小幡公使将日本政府关于福州事件

之训令面交外交部次长陈箓，陈声称：“现时
国家外交，不得专恃政府，尤注重国民外交。
欲求两国亲善，必须两国国民感情日笃，方可

达到目的。排货等事，推究原因，皆由日本国
民所主动，中国国民实居于被动或反动地位。

然关系感情之事，又非政

府所能压制，政府亦无可

如何。故余甚望此次福州
案件，贵国能有何种表示，

以慰中国之人心，补救两

国国民之感情，其他问题

自可迎刃而解。乃自本案
发生以来，政府方面办理

亦觉困难，如派舰一事，中

国民心极为不平，余屡次

商请撤舰，而贵国终不见

听。”小幡回应说：“阁下屡
以撤舰为言，是否撤舰后即易于镇压风潮？”
陈则直言：“福州事件发生，人民已愤不能平，
及见泊舰于港内多日不归，不平更甚。贵国如
能撤退军舰，人民不平之心稍平，一切自必稍

易办理。”[2]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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